
















































































































































文  中山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聂立泽
完善刑事法制有效防治恐怖犯罪
我国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和处置
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规定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然而其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恐
怖主义犯罪正犯的单独罪名，例如恐怖活动中的杀人放火、绑架爆炸等行为，主
要适用刑法第114条、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但是，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是一个普通罪名，如前所述，恐怖主义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具有
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特定性。换言之，恐怖主义犯罪是目的犯。这种主观的违法
要素应当是恐怖主义正犯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等普通犯
罪的关键区别所在。恐怖主义犯罪是特殊犯，例如放火罪不是目的犯，但是恐怖
主义的放火就是目的犯，可见，我国刑法中应当增加对本罪正犯的单独罪名规
定，如恐怖主义活动罪，并相较于对应的普通犯课以更加严厉的处罚。从违法和
责任上来讲，正是因为这一恐怖主义的特殊目的，行为人也应当为此增加的对法
益的侵害和危险承担刑罚责任，体现罪责相适应。这一方面是完善立法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对恐怖主义犯罪控制的立
法宣示，有利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在恐怖主义犯罪的共犯方面，本罪
往往是有组织犯罪，在我国刑法中主要
体现为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
织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就恐怖活动
的核心犯罪来说，前罪是共犯，包括教
唆犯和帮助犯。我国刑法将其罪名独立
化，可以视之为共犯的正犯化，这也更
体现出了恐怖主义正犯罪名独立的必
要性。此外，与恐怖主义犯罪直接关联
的罪名还有洗钱罪等，其中资助恐怖活
动罪是上游犯罪，洗钱罪是下游犯罪。
我国现行刑法中涉及到恐怖主义活动
的犯罪，主要就是以上这些罪名。整体
上来看，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是比较
合理的，但在正犯的问题上，应当进一
步扩张与完善立法。在共犯上，主要控
制的是与恐怖主义活动相关的上下游
经济活动以及犯罪行为，对其行为人或
与恐怖主义犯罪
直接关联的罪名
还有洗钱罪等。
反恐合作编织出一张多大的“法网”，
结果都只会是“天网恢恢，疏而且漏”。
导致内涵分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
中潜藏的利益纷争以及意识形态的纠
葛是其根本原因。显然，为了能给国际
反恐合作编织出一张“疏而不漏”的法
网，各国必须抛弃隐藏的自私利益以及
意识形态之纠葛，达成以下这个对恐怖
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简单但却实用的
定义，即“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针对
不特定的人群实施各种暴力手段即可
界定为恐怖主义；如果这种恐怖主义有
着跨国因素，则为国际恐怖主义”。第
三，恐怖主义的发展日益智能化，其作
案工具、手段以及模式日新月异向前发展，从而使得以“保守”著称的国际反恐
立法“相形见绌”。因此，国际反恐立法进程必须提速，否则国际反恐立法所能
涵盖的内容跟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国际反恐合作的实际需要相比，永远都将呈现
“捉襟见肘”的状态。
后，国际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其独特的背景，包括
贫富分化、教派冲突、文化对抗、民族矛盾等在内的各种因素，都是滋生恐怖主
义的温床。如果只把目光盯住恐怖主义本身，再有效果的国际反恐合作与反恐
立法都无法“一劳永逸”地缓解或解决这个问题。相反，缓解或解决恐怖主义必
须是一项关系着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性与系统
性工程。国际社会只有在各个方面采取合作并取得良效，才能够缓解或解决恐
怖主义问题。而对于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反恐立法方面取得
良好进展，还需要在其他众多相关方面的国际立法上取得显著进步，并能使这
些立法系统地联结在一起，才能真正成为促进恐怖主义问题缓解或 终解决的
有力工具。
